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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环境基准是指环境介质中的环境要素对特定保护对象不产生不良或有害效应的最大限值，是环境标准制修订的科学依

据。环境基准理论与方法学一直是国际环境科学和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领域的前沿，也是国家环境管理的重大科技需求。本

文在总结国际和我国环境基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环境基准的基本概况、理论方法学及重要进展。同时，

结合学科特点和环境基准科技需求，综合分析了与环境基准理论方法学密切相关的系列关键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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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quality criteria are the threshold limits for pollutants or other hazard factors to
certain receptors in the ambient environment，which are scientific basis to formulate and revise environ-
mental quality standards． The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criteria has been the in-
ternational frontier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cience． It is also
the gre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mand of nation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re-
search results of international and China ＇s environmental quality criteria，the general situation，theory，

methodology and important progress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criteria were systematically expound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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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At the same time，combining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sciplines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
gy demand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criteria，a series of key scientific problems tha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criteria wer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Keywords: environmental quality criteria; water quality criteria; soil quality criteria; air quality criteria;

toxic effect mechanism; toxicity prediction model; environmental factors; bioaccumulation; localization

环境基准是指“环境介质( 水、土壤和空气) 中

的环境要素对特定保护对象不产生不良或有害效

应的最大限值”［1］。环境要素包括物理( 噪声和温

度等)、化学( 金属、有机污染物和氮磷营养盐等)

和生物( 细菌和微生物等) 及其他综合(pH、碱度、
色度、硬度和感官等) 要素;特定保护对象可以是

人体健康、生物或生态系统及环境介质的使用功

能( 包括饮用水、农业用地、工业用地、渔业用水和

休闲娱乐等)。环境基准主要是依据科学实验和

科学判断得出的，它强调“以人( 生物) 为本”及自

然和谐的理念，是科学理论上人与自然“希望维持

的标准”。环境基准属于自然科学研究范畴，主要

是依据特定对象在环境介质中的暴露数据，以及

与环境要素的剂量效应关系数据，通过科学判断

得出的，涉及多个前沿交叉学科，包括环境化学、
毒理学、生态学、流行病学、生物学和风险评估等，

反映了各个学科的最新科技成果。环境基准是制

定和修订环境标准的基础和科学依据，同时也是

国家进行环境质量评价、环境风险控制及整个环

境管理体系的科学基础
［2-3］。

按照环境介质的不同，环境基准可分为水环境

基准、土壤环境基准和空气环境基准等;按照保护对

象的不同可分为健康基准(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生
态基准(对生物及使用功能)、物理基准(对能见度、
气候等的影响) 和感官基准( 防止不愉快的异味)

等。根据基准制定的方法学原理的不同可分为毒理

学基准(包括健康基准和生态基准) 和生态学基准

(包括营养物基准)(图 1)。

图 1 环境基准的分类

Fig． 1 Class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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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基准研究一般是以环境介质为主线来进

行，主要分为水环境基准、土壤环境基准和空气环境

基准三部分。
(1) 水环境基准( 以下简称“水质基准”) 是指

在一定环境条件下保护生物及特定水体使用功能而

推荐的定量浓度或叙述性描述。涉及到的水体污染

物包括重金属、非金属无机物、农药和其他有机物，

以及一些水质参数(pH 值、色度、浊度和大肠杆菌

数量等)。水环境基准可分为保护水生生物及其使

用功能基准、保护人体健康基准、营养物基准、沉积

物基准和生物学基准等。保护水生生物及其使用功

能基准(简称“水生生物基准”) 一般是指水环境中

的污染物对水生生物及其使用功能不产生不良影响

的最大浓度。水生生物基准是水质基准的核心内容

之一，已成为世界各国水环境基准研究的重中之重。
保护人体健康的水质基准是用来保护人体健康免受

致癌物和非致癌物的毒性作用，它考虑了人群摄入水

生生物以及饮水带来的健康影响。营养物基准的概

念是基于营养物在水体中产生生态效应危及了水体

的功能或用途而提出的，是指对水体产生的生态效应

不危及其水体功能或用途的营养物浓度或水平，可以

体现受到人类开发活动影响程度最小的地表水体富

营养化情况。沉积物质量基准是特定污染物在沉积

物中的实际允许数值，是底栖生物免受特定污染物危

害的保护性临界水平。生物学基准是指生物学家或

其他自然资源科学家根据科学原理从生物评价数据

推导的一类描述型或数值型基准，用以描述特定功能

水域中水生生物群落的理想生物学条件，反映在该类

水域生物栖息地最可能达到的生物完整性
［4-5］。

(2) 土壤环境基准( 以下简称“土壤基准”) 是

指通过研究土壤中污染物对人体和陆地生物等的危

害影响，分析污染物剂量 － 效应之间的响应关系，由

此获得的相关研究资料与临界浓度数据。土壤是一

种多相异质环境介质，这是土壤作为环境介质区别

于水、气的显著特点，由于这一特点，土壤基准的研

究与标准的制定也有别于水体和空气。土壤基准按

照保护对象和目标的不同可以分为保护农产品安

全、保护人体健康、保护生态受体及保护地下水 4 类

土壤基准。保护农产品安全土壤环境基准主要是依

据食品卫生标准以及农产品可食部分对污染物的富

集系数或农产品可食部分污染物浓度与土壤污染物

浓度、土壤性质之间的关系来反推制定的。对于没

有食品卫生标准的污染物，可以通过评估人群摄入

受污染的农产品引起的污染物暴露量，利用人体健

康风险评估来反推保护农产品安全的土壤环境质量

基准。保护生态受体土壤环境基准旨在保护土壤中

或与土壤相关的生态受体(如植物 /作物、土壤无脊

椎动物、土壤微生物活性和代谢过程、野生动物等)

不会因 暴 露 于 土 壤 污 染 物 而 产 生 显 著 的 健 康 风

险
［6］。保护人体健康土壤环境基准主要基于农田、

居住、商服、工业等各种用地方式下的暴露途径、暴
露参数、临界风险人群和场地条件，借助健康风险评

估进行制定，旨在保护暴露于污染土壤的临界人群

不产生显著的健康风险。保护地下水的土壤环境基

准旨在保证化学物质不因土壤的沥滤对工业企业界

区内土壤下方饮用水源造成危害。
(3) 空气环境基准( 以下简称“空气基准”) 通

常是指空气中污染物(或物理因素)对特定对象(人

或其他生物等)不产生不良或有害影响的最大剂量

(无作用剂量) 或浓度。空气环境基准按作用对象

的不同可分为人体健康基准(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生态基准( 对动植物及生态系统的影响) 和物理基

准(对材料、能见度、气候等的影响)。同一污染物在

不同的环境要素中或对不同的保护对象有不同的基

准值，科学、合理的空气基准，应该充分反映空气介质

中的污染物作用于研究对象、在不同浓度和剂量下引

起的危害作用种类和程度的最新科研成果
［7-8］。

环境基准是以污染来源、环境监测、环境标准、
风险评估、污染控制技术和经济政策等为内容的环

境管理的重要环节，更是环境标准制修订的科学依

据，是环境保护和环境管理的基石和根本，也是环境

科学基础研究对环境管理支撑的重要出口，对国家

环境安全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战略意

义。目前，国际社会已经将环境基准的研究作为反

映一个国家环境科学研究水平的主要标志之一。环

境基准是当前国际环境保护科研的前沿领域，也是

环境化学、生物学、生态毒理学与风险评估等多学科

的综合集成。环境基准为环境监测指标的完善、环
境质量评估、应急事故管理、污染控制与风险管理等

环境管理工作提供科学依据，为我国环境标准体系

和环境管理体系提供全面有效的科技支撑，提高环

境管理生产力。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建立基于完

整科学理论和足量实测数据支持的环境基准理论与

方法学体系，环境基准研究还存在若干科学问题需

要科学家们逐一解决。环境基准研究的滞后已成为

制约我国环境保护和环境管理工作的瓶颈。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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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环境基准研究是我国环境管理的重大科技需

求，是国家环境安全和环境保护工作的迫切需要，也

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1 环境基准研究概况

西方发达国家环境基准的研究开始较早，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应《清洁水法》的要求，投入

巨资，开展了长期而系统的环境基准研究，目前已形

成了比较完整的环境基准体系，奠定了美国在国际

环境保护领域中的领先地位。近几十年来，日本、加
拿大、澳大利亚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和组织也相继着

手构建各自的国家环境基准体系。国家环境基准体

系已成为国际环境保护领域的趋势和国家环境安全

的发展战略。在环境基准的理论和方法学上，环境

基准体系的制定均是以环境介质为主线来进行的，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的基本框架。
1． 1 水质基准研究概况

水质基准是整个环境基准体系中很重要的一部

分。由于水环境介质的复杂性，水质基准研究也显

得尤为重要。水质基准是制定水质标准的理论基础

和重要技术依据之一，决定着水质标准的科学性、准
确性和可靠性。水质基准较为系统的研究工作始于

20 世纪初期。水质基准被提出以后，一直在不断完

善和发展。随着相关学科如环境地球化学、毒理学、
生物学以及生态学的不断发展，水质基准的理论和

方法学也在不断发展。水质基准的研究是伴随着一

系列水质基准论文、报告以及专著的形式展现的。
美国是最早开始水环境基准系统研究的国家。

20 世纪 50 年代，应《清洁水法》要求，为寻求环境质

量与工业增长之间的平衡，保护生态系统和人群健

康，美国投入巨资，开展了长期而系统研究，首次确

立了基准在环境标准和环境保护工作的法律地位，

引领国际水质基准领域的发展。并相继发表了水环

境质量基准文件:《绿皮书》、《蓝皮书》、《红皮书》
和《金皮书》等;并在 1985 年颁布了水质基准的指

南
［9-13］。经过长期而系统的研究，目前最新的美国

国家推荐基准，共涉及 150 多种污染物，按基准类别

分为保护水生生物基准(包括水生态基准和沉积物

质量基准)、保护人体健康基准和营养物基准等
［14］。

欧盟的水质基准主要是通过发布指令的形式开展

的。近年来随着欧盟水环境政策的发展，以 1996 年

颁布的“污染防治综合指令”和 2000 年颁布的“水框架

指令”为代表的环境政策指令，对各成员国水环境质量

标准的制定起到了发展和促进作用。“污染防治综合

指令”主要是针对污染源排放的环境基准与标准体系。
根据该指令，欧盟将建立协调一致的、一体化的工业污

染防治系统，范围涉及与污染物处理相关的特定工业

行为，其目的是防止或减少企业向水体、空气和土壤中

排污，达到整体上高水平的环境保护。“水框架指令”
建立了欧洲水资源管理的框架，并对已有的水质指令

作了补充，是针对水环境质量的基准与标准体系。欧

盟在“水框架指令”中强调了所有水环境风险胁迫

因子的综合影响，以水体的“良好生态状态”为保护

目标。但是，由于水环境管理现状的客观需求，现阶

段“水框架指令”依然对环境优先控制污染物设置

了单独的水质目标。除欧美等国对水质基准研究较

为系统外，世界卫生组织、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等国家和组织对水质基准也开展了大量研究。在

水质基准值的描述上，有数值型和描述性两种方式。
不同国家对数值型基准有不同的分级，例如: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使用触发浓度( trigger values，TVs);

加拿大使用指导值(guidelines);美国、丹麦、南非

等国使用基准值(criteria)，荷兰使用环境风险限值

(environmental risk limits，ERLs)，欧盟化学管理

局使用预测无效应浓度(PNECs)，世界经合组织使

用最大可接受浓度 (maximum toxicity concentra-
tion，MTCs)等

［5，15-19］。
世界各国水质基准是在各自国家或区域环境特

征和自然背景基础上建立的，水质基准具有明显的

区域性。水质基准也会受到水环境要素的限制，包

括水体的理化性质(温度、溶解氧、pH 值、硬度和有

机质等)、水生生物群落结构、特征污染物、水体污

染程度以及污染物的环境地球化学特性等。水质基

准在保护特定水体功能或水生生物时，都限定在一

定的环境条件内。环境条件不同，水体理化性质、生
物多样性和气候因素等就会不同，这些都会影响到水

质基准对水质的保护效果。对于缺乏水质基准早期

研究的发展中国家，许多污染物监测的标准限值直接

借鉴其他国家的水质基准或水质准则中的推荐值。
由于水质基准的区域性差异，在借鉴其他国家水质基

准研究方法的同时，应注意到不同国家在生态环境特

征、污染特征和生物区系上的差异，建立适合本国水

环境条件和生物区系特征的水质基准体系。
1． 2 土壤基准研究概况

土壤基准是制订土壤标准的基础和科学依据，

是土壤环境保护和管理工作的基石。土壤是一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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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异质环境介质，这是土壤作为环境介质区别于水、
气的显著特点，由于这一特点，土壤环境质量基准的

研究与标准的制定也有别于水体和空气。根据土壤

环境管理的需要，欧美等国家发布的土壤环境质量

标准均是指导性标准，当土壤中污染物浓度超过标

准值时，要求启动进一步的调查和评估，超过标准值

并不意味着必须实施土壤治理与修复。
相对其他国家来讲，美国较早地开展了土壤基

准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 1991 年，根据人体健康风

险评估外推得到的土壤环境基准值作为土壤筛选值

直接发布。美国环境保护局(US EPA) 于 1996 年

正式发布了《土壤筛选导则:用户指引》和《土壤筛

选导则:技术背景文件》。于 2003 年发布了《生态

土壤筛选值制定导则》，规定了基于风险评估制定

生态土壤筛选值的技术过程和生态土壤筛选值的应

用方法。加拿大的土壤环境质量基准研究始于 1989
年，为响应公众对污染场地危害的日渐关注，保护生

态环境和人体健康，加拿大联邦环境部长委员会

(CCME)启动了历时 5 年的“国家污染场地修复项目

(NCSRP)”。CCME 根据人体健康风险评估方法确

定保护人体健康的土壤质量基准值，根据生态风险评

估方法确定保护环境的土壤质量基准值，取两者中的

较小值作为最终的土壤质量指导值发布，并于 1991
年发布了《加拿大污染场地环境质量暂行基准》。英

国早在 1976 年，就成立了“污染土地再开发部门间委

员会(ICRCL，the United Kingdom Interdepartmen-
tal Committee for the Redevelopment of Contami-
nated Land)，为界定土壤污染对敏感目标造成显著

危害风险的浓度水平，ICRCL 制订了暂行触发浓度

(TCs，tentative trigger concentrations)，关注的土

壤污染物包括无机物、与煤焦化生产活动相关物质以

及土壤 pH。英国环保局根据“污染土地暴露评估模

型”外推得到不同用地方式的土壤环境质量基准值，

并作为土壤指导值(环境标准)直接发布。荷兰的土

壤污染问题最早可追溯到 1979 年发生在 Lekkerkerk
新建住宅开发区的化学品废物污染事件。1983 年，荷

兰政府组织制订了《临时土壤修复法案》及土壤标

准。1987 年，荷兰制订出台了《土壤保护法》，初步

明确了土壤污染防治义务和资金机制。1994 年，通

过进一步的应用实践和修改，荷兰政府对《土壤保

护法》进行重大修订，引入了基于风险的土壤目标

值和干 预 值，用 于 辅 助 土 壤 修 复 紧 迫 性 的 决 策。
2006 年荷兰修订颁布了《土壤保护法》，

2009 年发布了《土壤修复通令 2009》，替代了先前

发布的相关规定文件
［20］。总体来说，虽然欧美等国

各国的土壤筛选值名称各异，但根据其保护对象，土

壤基准值可基本分为保护人体健康土壤基准、保护

生态土壤基准和保护水体土壤基准三类。
欧美国家长期的土壤环境管理经验表明，土壤

环境质量管理中“一刀切”的通用标准一般用于识

别土壤是否受到污染而需引起关注，超过标准对应

的管理决策是进行调查和评估，进一步确定土壤污

染是否已对受体产生不可接受的危害风险。土壤环

境管理应综合考虑土壤的利用方式、土壤性质、污染

物的扩散迁移行为、受体等多种因素，评估确定特定

污染土壤中污染物危害风险和浓度限值。因此，在

土壤基准的研究方面，也应该根据区域土壤环境的

差异性特征，按照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和不同的保

护对象，分别开展土壤基准的研究。
1． 3 空气基准研究概况

空气基准是制订空气标准的基础和科学依据，

是空气环境保护的重要参考。19 世纪工业革命以

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欧美发达国家最先

出现了空气污染问题。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工业

发达国家相继出现了公害事件，例如，美国加州的光

化学污染和英国的“伦敦雾”事件。这些公害事件

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许多国家开始从法律层面上

制定措施、保障空气污染治理工作的开展。随着相

关学科如流行病学、毒理学的不断发展，空气基准的

研究也在不断深入。空气基准的研究成果也是以一

系列空气基准论文、报告以及专著的形式展现的。
基于空气污染对于人体健康可能存在危害，世

界卫生组织(WHO) 率先在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并

开始着手空气质量基准制定的前期准备工作。对于

空气中大量的毒害性有机物，经过长期的研究，US
EPA 和 WHO 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空气毒害

物基准体系，并提出了污染物健康和风险评价技术

规范和操作手册。美国于 1955 年首先制定了《空

气清洁法》(Air Pollution Control Act)，并在随后的

几十年里不断加以修订和补充。围绕《空气清洁

法》的修订以及空气环境基准制定工作的开展，美

国的研究机构、环境保护部门和立法机构合作建立

空气污染科学治理架构的经验和工作流程，对于发

展中国家基准的制定工作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
US EPA 负责定期对基准空气污染物基准文件和国

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进行审议。同时，由非政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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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专家组成的独立机构美国“清洁空气科学顾问委

员会”负责就颗粒物及其他污染物基准和国家环境

空气质量标准的科学性、公正性和适用性，向 US
EPA 提出意见和建议。US EPA 以空气质量基准

文件和不断涌现的科学研究成果为依据，提出颗粒

物污染管理需求报告。政府机构定期组织报告的修

订工作，修订草案经过公众若干次评价和“委员会”
审议后，正式发布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阶段性

修订建议，并通过《联邦公报》向公众告知修订意

见
［21］。WHO 开展空气基准的研究工作也较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并开始着手空气质量基准制定

的前期准备工作。于 1972 年公布了 SO2、悬浮颗粒

物 SPM、CO 和光化学氧化物的空气质量基准。于

1987 年公布了欧洲区空气质量基准。1997 年发布了

全球空气质量基准。2005 年 WHO 基于人体对典型

环境空气污染物暴露健康影响研究的全球最新科学

证据，发布了 5 种典型污染物 PM10、PM2． 5、O3、NO2

和 SO2最新空气质量基准指导值。同时，为实现指导

值成为全球大气质量标准的目标，WHO 的《全球大

气质量指南》也为每项大气标准污染物浓度提出了过

渡性实施目标，以便促进全球范围内的基准参考值能

逐渐从高浓度向低浓度过渡
［22-25］。近年来，可吸入颗

粒物，尤其是细颗粒物(PM2． 5)已被公认为危害最大、
代表性最强的空气污染物，因此美国和欧盟在评价空

气污染的健康危害时均选择颗粒物作为代表性大气

污染物，空气质量基准也均以颗粒物为主。如美国环

境保护局 1971 年首次颁布了颗粒物的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即 TSP(总悬浮颗粒物) 标准;1987 年和 1997
年，又分别颁布了 PM10 和 PM2． 5 标准，PM10 国家环境

空气质量标准;对于粒径小于 2．5 μm 的颗粒物，2013
年颁布了 PM2． 5 的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为了

全面检验影响颗粒物环境质量标准制定的因素，为标

准的制定与颁布提供充分的科学依据，美国环境保护

局组织了相关研究机构的专家，发布了《颗粒物空气

质量基准文件》［21，26］。可见，随着人们对空气环境复

杂性的不断认识，空气基准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
近年的现代流行病学研究、暴露评价研究、以及

风险评价研究成果显示，即使暴露在相对浓度较低

的常规空气污染物中，人体健康依然会受到影响。
因此空气基准问题十分复杂，一些污染物是某个国

家或地区范围内特有的，一些是所有国家都存在暴

露浓度和暴露路径差异的基础问题。让一个区域内

的公众生活在更安全的自然条件中，是每个国家和

地区基准研究工作推动和发展的动力。科学、合理

的空气基准，应该充分反映空气介质中的污染物作

用于研究对象、在不同浓度和剂量下引起的危害作

用种类和程度的最新科研成果。

2 环境基准主要研究进展

环境问题是我国重大的民生问题，伴随着社会

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生态环境

压力增大，环境风险增高，环境基准的研究也越来越

引起国家和学者的重视。近年来，国际上环境基准

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尤其是环境基准的理论

方法学方面，随着各种新的环境问题的不断出现，环

境基准的研究方法也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环境基

准主要是依据特定对象在环境介质中的暴露数据，

以及与环境要素的剂量效应关系数据，通过科学判

断得出的。环境暴露、效应识别和风险评估是环境

基准研究的三个关键环节。因此，以污染物的剂量

效应关系等核心，在空气、水、土壤基准的理论方法

学方面，均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进展。
2． 1 水质基准研究进展

水质基准涉及到很多研究方面，其中污染物的

毒性效应是水质基准研究的基础和关键。同时，水

环境要素、污染物的毒性特征、生物区系等因素也对

水质基准研究产生重要影响。随着水质基准研究工

作的陆续开展，涉及到水质基准理论方法学的关键

领域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研究进展，这对于丰富水

质基准的理论方法学具有重要作用。
从水质基准的推导方法上来看，目前国际上关

于水质基准的研究方法，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评

估因子法和统计外推法。统计外推法有多种不同外

推手段，主要包括毒性百分数排序法和物种敏感度

分布曲线法，其中统计外推法以物种敏感度分布曲

线法为目前国际主流方法
［5，27-28］。国际上主流的水

生生物基准方法均是基于生态风险评估技术，如欧

盟对污染物预测无效应浓度值(PNEC)的制定一般

使用物种敏感度分布法。物种敏感度分布法具有以

下主要特点和假设条件:保护生态系统 95%的物种

水平;生态系统中不同物种可接受的效应水平满足

概率分布;不考虑生态系统各物种间的相互作用;毒

性数据来自生态系统随机抽取物种的独立实验结

果;不考虑污染物的联合毒性作用。欧盟在 2003 年

颁布了关于风险评价技术的导则文件
［18］，将推导

PNEC 的方法，作为推导水质基准的方法。文件指

出要用 8 种不同的生物、至少 10 个慢性毒性值来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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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最终的 PNEC 值。美国采用生态风险方法评估

污染物的潜在危害，主要采用评价因子法和毒性百

分数排序法。评价因子法即通过最敏感生物的毒性

值与评价因子的比值推导水质基准值，评价因子取

值范围通常根据实验条件和污染物的特性而限定在

10 ～ 1 000 之间。毒性百分数排序法属于统计外推

法，是 US EPA 在 1985 年的水生态基准方法指南中

推荐方法
［12］。根据 8 个科的生物毒性数据计算 4

个基准参数，从而推导基准最大浓度和基准连续浓

度。该指南确定水质基准的方法是基于物种对污染

物的敏感度不同展开的。它是把所获得的物种的属

平均毒性值按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排列，序列的百

分数按公式 P = R/(N + 1) 进行计算，其中 P 为累

积概率，R 是毒性数据在序列中的位置，N 是所获得

的毒性数据个数。使用该方法得出的基准值包括基

准 最 大 浓 度 ( criteria maximum concentration，

CMC) 和 基 准 连 续 浓 度 ( criteria continuous con-
centration，CCC)。该指南指出用于推导基准最大

浓度(CMC)的急性毒性数据至少涉及 3 个门、8 个

科的生物，要为大多数生物物种(95%以上) 提供适

当的保护。人体健康基准针对污染物类别的不同，

根据污染物的毒理学效应，如急性毒性、慢性毒性以

及生物累积性等，可具体分为致癌和非致癌效应基

准，是基于毒性外推和人体流行病学的研究而得出

的结论。人体健康基准值的推导主要综合了毒理

学、暴露评价以及生物累积 3 方面的内容。开展毒性

效应分析要开展污染物的急性、亚急性和慢性毒性、
发育、生殖以及神经毒性方面的毒性实验，以及污染

物的致癌、致畸、致突变资料，主要是基于污染物的剂

量-效应关系展开的，通过剂量效应关系的无观察有

害作用水平(NOAEL) 以及最低观察有害作用水平

(LOAEL)等相关参数可以推导基准剂量，并最终通

过多参数模型计算人体健康基准值。大多数人体健

康基准基于以下假设:暴露仅来自饮用水或者水体中

鱼类和贝类的摄入。对于其他多种暴露途径如经空

气、皮肤等的暴露，在基准推导时没有考虑。确定人

体健康水质基准还需要确定以下参数:即人体的默

认体重值、淡水河近海鱼、贝类的平均日消费量，平

均每天饮水量等。推导出的基准值能够保护当地大

多数平均暴露条件下的成年人。US EPA 在 2000
年颁布了人体健康水质基准指南，并形成了人体健

康基准基本的理论与方法
［29］。此外，US EPA 发布

的水环境质量基准还包括细菌基准、生物学基准、野

生生物基准、物理基准等，这些研究成果奠定了美国

在环境管理与科学研究领域的国际地位。
近年来国际上水质基准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

展。从污染物类型，环境要素的影响，以及污染物本

身的毒性特征等方面均取得了重要进展。首先，从

研究的污染物类型上来看，包括重金属、有机物以及

氮磷等营养元素的水质基准均有涉及
［30-39］。一些

常规的污染物，在研究水质基准时，通常选用 LC50、
EC50等致死或生长抑制效应毒性数据终点。而一

些内分泌干扰物(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s，

EDCs)，毒性效应终点相对复杂，能够通过干扰生

物体内激素的合成、分泌、转运等环节，进而影响机

体的内环境稳定、生殖、发育及行为等。这些内分泌

干扰物质主要通过 4 种途径干扰生物体的内分泌系

统:1)生物体内激素受体结合;2) 影响激素的正常

代谢;3)改变生物体内激素受体的数目;4) 影响生

物体 内 激 素 的 合 成、贮 存、释 放、运 输 与 分 解。
EDCs 干扰正常的内分泌系统，影响人类和野生动

物的生殖和发育能力，从而最终危害人类和野生动

物的健康，因此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因此，关于

EDCs 类物质的水质基准，也有学者开始陆续开展

了相关方面的研究
［40-41］。这类污染物一般选择与

繁殖或发育有影响的毒性终点数据进行水质基准的

研究，因为这类污染物往往在很低的浓度范围内即

可导致生物在繁殖或发育性状出现不可逆转的效

应，而这个浓度范围却不足以导致生物死亡。其次，

从水质基准的研究方法来看，大部分的水质基准研

究，都是直接基于污染物的毒性数据开展的，并没有

考虑水环境要素对毒性和基准的影响。对于重金属

类污染物来讲，毒性作用受水环境条件影响较大，如

温度、溶解性有机质、硬度等，因此在基准研究中应该

充分考虑水环境条件(如硬度、温度)对基准的影响。
近年来，也有部分学者开始探讨部分水环境要素(如

硬度)对重金属水质基准的影响
［42］。关于重金属的

生物有效性以及水质基准的研究目前已经趋向于利

用生物配体模型(BLM) 开展相关研究，综合考虑水

环境条件对重金属毒性的影响
［43］。在 US EPA 新颁

布的水质基准中，铜的水质基准已经开始采用 BLM
的预测数据

［44］，考虑了各种水质参数以及铜的生物

有效性对生物毒性的影响。再次，针对生物累积性的

污染物，近些年部分学者开始采用组织残留的方法开

展基准的研究，即组织残留基准。传统的水质基准研

究是将试验生物暴露于含有污染物的各种环境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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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从而最终得出造成生物产生有害效应的污染物在

水体中的浓度阈值。然而对于具有生物累积性的污

染物，由于环境中多种理化参数可影响化学物质的生

物有效性以及污染物本身的物理化学特点，最终影响

化学物质进入生物体内的剂量。因而仅靠水环境中

污染物的浓度间接反映污染物对生物体本身的危害

状况是不够科学的。美国和加拿大都提出了组织残

留基准的概念，推荐用于保护以水生生物为食的野生

生物组织中的污染物最大残留浓度
［45-46］。组织残留

基准是针对保护野生生物的，其最终的表达方式都

是以水生生物组织残留浓度表示，是一种简单的使

用组织浓度描述毒性反应的方法。使用组织残留浓

度可以提供化学物质确切吸收量证据，避开了一些

环境影响因素，基于组织残留基准的理论，直接将生

物累积量与毒性反应联系起来，降低了由于物种和

环境因素差异导致的不确定性。用组织参残留基准

基准的研究方法，已经开展了部分污染物的保护野

生生物组织残留基准的研究，包括有机磷杀虫剂、甲
基汞、多氯联苯(PCB)、滴滴涕(DDT)、多溴联苯醚

(PBDE)等
［47-52］。另外，随着水质基准研究的迫切

需要，部分污染物毒性数据的缺失已经制约了水质

基准研究的进展。同时，近年来，动物保护组织对动

物尤其是濒危物种和稀有动物的保护要求越来越

高，不提倡大量采用生物开展实验研究。所以，为了

尽量避免生物物种的消耗，部分学者开始尝试采用

模型预测的方式，对部分污染物的毒性进行预测，从

而成为水质基准研究方法的重要补充。如 US EPA
发展了一种采用种间关系预测( interspecies corre-
lation estimates，ICE) 模型的方法对基准展开研

究，使用数据库中现有的毒性数据，对其进行了整合

和汇编，建立相应的数据库，对未知物种或数据量较

少物种的毒性数据进行预测，从而避免了对实验动

物的伤害
［53-56］。近年来，通过毒性预测的方式也开

展了大量的水质基准研究工作，如定量结构活性相

关模型(QSAR)对重金属的毒性预测已经取得了很

好的结果
［57-58］。毒性预测模型是一个很好的研究

方向，在未来水质基准的研究中将会被广泛使用。
2． 2 土壤基准研究进展

土壤基准研究由于涉及到不同的土地利用类

型，因此土壤基准的理论方法学也是围绕不同的保

护对象展开的。随着英国、美国等国家相继提出了

土壤污染风险评价的概念，基于风险的环境管理理

念日益受到重视，并在许多国家发展成为相对完善

的风险评估体系，迄今，已有数十个国家制定有立足

国情、基于风险的土壤环境基准值。
从土壤基准的研究方法来看，按照不同的土壤

基准类型，土壤环境基准的理论和方法也存在差异。
在保护人体健康土壤基准方面，各国均采用人体健

康风险评估的方法学制定保护人体健康的土壤基

准。制定土壤生态基准的步骤基本类似，主要包括

文献数据的收集和评价、数据的选择、土壤生态基准

的计算及基准值的验证等。但由于各国每种用地方

式下的默认暴露场景、考虑的暴露途径、暴露和污染

物迁移模型、各类参数不同，导致各国土壤基准值出

现几个数量级上的差异。差异体现在考虑的生态受

体类型、文献数据的筛选原则、测试的终点(NOEC
或 LOEC)、生态毒性数据库、保护的水平、数据外推

使用的具体方法(SSD 曲线、评价系数、平衡分配

法、QSAR 法、证据权重法等) 等。由于生态系统本

身的复杂性以及各国对生态保护的认知程度及赋予

的重要性不同，与人体健康风险评估技术相比，各国

生态风险评估技术发展相对滞后且参差不齐。美国

于 1998 年发布了基于生态风险评估制定土壤生态

基准的技术导则
［59］。目前欧盟国家中只有德国、芬

兰和荷兰制定了本国的生态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60］。

各国土壤生态筛选值的差异主要是由于政策的不

同，例如，保护的水平(95%、50%)、评价因子的选

择和最小数据量要求等等。在保护水体的土壤基准

方面，土壤基准值是通过具体地区的地下水质标准

值反推计算得到的，首先建立概念模型来描述地下

水污染物的迁移。污染物从土壤迁移到地下水通常

考虑 4 个步骤:(1) 污染物进入在土壤-水的分配;

(2)渗出液污染物在无污染的包气层的迁移;(3)渗

出液在地下水中混合稀释;(4) 污染地下水的横向

迁移。一些国家已制定了关于保护地下水的土壤基

准，在制定基准的方法学上，US EPA 和加拿大 CC-
ME，假设地下水直接位于污染源的下方，不包括未

污染的不饱和带，并且受体位于污染区域的边缘。
US EPA 考虑的稀释衰减稀释只包括地下水中污染

物的稀释，而不考虑污染物在深层土壤中的衰减

(吸附和降解)。加拿大 CCME 既考虑包气带中的

吸附和降解，也包括饱和带中的吸附降解。而新西

兰考虑污染源和地下水中间的未污染的包气带部

分，及其包气带中的吸附和降解等过程。不同国家

用于制订土壤环境基准的暴露模型往往不同，但其

所考虑的暴露情景和关键暴露途径基本上是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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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在考虑地下水暴露途径时却有较大差异。不

同国家选用的计算模型不同，美国 GSI 公司推出的

RBCA 模型、新西兰的包气带模型(VZCOMML) 和

加拿大环境部长委员会(CCME) 制订国家土壤质

量指导值(SQG)的相关模型方法与运算法则
［21］。

当前国际上土壤基准研究方法根据保护对象不

同可分为 3 类:第一类是基于人体健康风险评估制

订，目的是保护活动在污染场地上的人体健康安全;

第二类是基于生态风险评估制订，目的是保护土壤

的生态功能;第三类是基于污染土壤的环境风险制

订，目的是保护与土壤相邻的环境介质不受污染，如

用于保护地表水、地下水等的土壤环境基准。当前

各国保护土壤相邻环境介质的基准与保护人体健

康、生态风险的基准一般单独颁布，二者在数值上往

往相差很大。根据基准作用类型，土壤基准值可以

分为 3 类:一是目标值，其数值非常保守，用于保护

土地自然生态环境和土地可持续发展利用;二是筛

选值，其数值相对保守，用于保护人体健康或土地主

要生态功能;三是行动值 /干涉值，据此可以判断污

染场地存在不可接受的风险需要立即采取对应措

施。基于风险的污染土壤修复与管理思想在发达国

家发展迅速并得到广泛的认可。这是一种以保护不

同土地利用方式下的人体健康和生态安全作为污染

判别或污染修复最终目标的管理策略。由于其具有

现实性和可操作性，美国、英国、加拿大、荷兰、澳大

利亚等发达国家都先后建立了污染土壤风险评估导

则和基于风险的土壤环境基准与标准。US EPA 于

1996 年颁布用于推导保护人体健康的土壤筛选值

(soil screening level，SSL) 的土壤筛选导则。在

该导则中，SSL 被明确定义为污染场地用于或将来

可能用于居住用地时，假设各暴露参数取值满足大

多数场地状况，采用人体健康风险评估方法推导出

来的各种污染物相对保守的浓度限值。SSL 主要

用于污染场地管理的初期快速鉴定场地是否存在污

染，当污染场地土壤污染物含量低于 SSL 时一般认

为不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当污染物含量高于 SSL
时则需进一步针对具体场地进行风险评估来确定其

风险。土壤生态筛选基准的研究也是当前土壤污染

生态风险评价和基于风险的土壤环境管理的重要内

容。美国已逐步建立了铜、铅、砷、锌、镉、镍等 17 类

金属 和 DDT、狄 氏 剂、五 氯 酚、总 多 环 芳 烃 ( 总

PAHs)等 4 类有机物对植物、土壤无脊椎动物和野

生动物的土壤生态筛选基准值。加拿大 CCME 也

公布了一系列考虑不同土地利用类型( 农业用地、
住宅或公园用地、商业用地和工业用地)，同时兼顾

保护人体、植物、土壤动物和微生物的土壤质量指导

值。荷兰住房、空间规划和环境部应用基于风险的

方法建立了基准土壤( 有机质和粘粒含量分别为

10%和 25%)中污染物的目标值和干预值，其中目

标值主要基于对生态系统的保护而制定，而干预值

是综合考虑人体健康和生态保护的需要，以保护人

体健康和保护生态系统这两者中的低值为最终的干

预值，最终的取值大多来自于生态风险值。德国、芬
兰、丹麦、西班牙、奥地利等国家也在最近几年颁布

了土壤污染物的生态筛选值，英国、瑞典、比利时等

国家正在构建类似的生态筛选值
［21，61-62］。从农田土

壤的基准研究来看，虽然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都采

用人体健康或生态风险评估的方法学制订了不同用

地方式( 如居住用地、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娱乐休

闲用地等) 的土壤环境基准，但专门制订农业或类

似用地方式土壤环境基准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多。目

前，仅有加拿大、英国、新西兰、荷兰、日本、韩国、泰
国、我国大陆地区及我国台湾地区制订了农业或类

似用地的土壤环境基准 /标准。当土壤中的污染物

不能被及时清除时，污染物就可能对地下水造成污

染。污染物对地下水的影响，一方面视地下水埋藏

的深浅，另一方面根据土壤水分补给、土壤水分的运

行与地下水的相互关系。污染物对地下水的影响，

主要是因土壤类型，地表污染物的污染方式与途径，

区域水文地质条件来决定的。因此，从保护地下水

的角度，很多国家对土壤基准开展了相关研究。美

国新泽西州对地下水的影响基准是根据污染物能够

影响该处地下水潜在可能性确定的。新西兰、加拿

大、美国及日本明确提出在发展通用土壤指导值时

考虑地下水保护
［21］。由此可见，目前国际上关于土

壤基准的研究，大部分是基于风险的概念提出的。
在土壤基准的研究方面，主要有以下特点:(1) 参数

的不断增加和完善，不但包括许多传统污染物，而且

涉及了一些新型污染物，甚至还考虑到了物理性和

生物性污染物;(2) 确定的阈值浓度建立在更广泛

的生物受体上，使其数值更加准确;(3) 考虑了更多

的环境因素和实际污染情况，使所得数值更加接近

自然状态下的数值。
2． 3 空气基准研究进展

空气基准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空气污染物开展

的，由于空气污染是典型的复合型污染，尤其是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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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污染，与人体健康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关于空

气基准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保护人体健康开展的，涉

及到了流行病学、暴露评价以及健康风险方面的内

容。随着相关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空气基准的理

论方法也取得了重要研究进展。
从空气基准的研究方法上来看，目前大部分空

气基准都是在人体暴露假设值的基础上，通过采用

健康风险评估程序进行估算的，涉及到动物毒性外

推和人体流行病学研究。空气基准制定的关键是空

气基准理论方法学，即基准值的推导定值。对于常

规空气污染物，包括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臭
氧和一氧化碳等，国际上主要的空气基准推导方法

是基于人体健康影响评价技术;对于流行病学调查

无法完成的毒害性污染物的潜在危害，国际上的基

准推导方法主要是采用基于健康的风险评估技术。
空气基准的研究主要包括污染物毒性与理化数据的

获得和基准值的推导两个方面。由于污染物本身的

毒性作用可能是致突变、致畸、致癌、神经毒性作用、
心肺损伤或系统性损伤，污染物之间的毒性作用也

有所区别，在基准值确定过程中，毒性筛查和基于毒

性的目标污染物风险排序依据和方法有可能影响到

污染物的健康影响评价。在致癌风险评价中，定量

化致癌风险的低剂量外推法取代了线性多级模型。
在非致癌风险评价中，倾向于使用更多的统计模型

来推导基准值，而不是传统的基于无观察有害效应

剂量(NOAEL)的方法。在数据选择上，一般选择空

气毒害物的动物毒性数据推导。效应方面，致癌和

非致癌性终点不同，当使用致癌效应作为临界终点

时，空气基准是以一组与特定增量生命期风险水平

相关的浓度表示的。对于致癌物质，基准是指人体

暴露特定污染物时可能增加 10-6
个体终生致癌风险

的空气浓度，而不考虑其他特定来源暴露引起的额

外终生致癌风险，基准值一般用单位风险因子(unit
risk factors，URF)或单位风险估计值(unit risk es-
timate，URE) 表示。当以非致癌效应作为临界终

点时，基准反映的是“非效应”水平评价。对于非致

癌物，估算不对人体健康产生有害影响的大气浓度，

基准值一般用参考浓度( reference concentration，

RfC)表示。美国科学院首次确定了健康风险评估

的四阶段法。目前许多国家都采用这一方法，其基

本程序为:危害鉴别、剂量-效应评估、暴露评估和风

险表征四个阶段。在考虑多个参数后根据剂量-效
应关系推到得出基准值。在人体健康空气基准的推

导过程中，使用的毒理学数据大多来自动物试验，没

有充足的人体流行病学资料，导致基准的推导中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空气基准的推导方法，随着风

险评价和健康风险评价研究的发展，也有所改变。
在筛选新的优先污染物时，采用的原则是:(1) 污染

物来源比较广泛，因而造成了一个普遍污染问题;

(2)个体暴露的潜力比较大;(3)出现新的环境影响

或健康数据;(4) 从监测的角度看，比较容易可行;

(5)大气污染浓度呈上升趋势。基于这种考虑，35
种污染物列入到空气基准的研究名单中，其中包括

了 POPs 类物质、PCBs 和二恶英。因此，空气基准

方法学研究的关键问题是基于前瞻性流行病学队列

调查的污染物暴露剂量-反应关系的建立和常规及

毒害性污染物基准值推导方法的优化集成。
从空气基准的研究方法来看，队列跟踪调查是

国际上公认的研究空气污染长期暴露对人群健康影

响较为理想的方法，但是所需周期长，需要人力物力

的巨大投入，迄今为止得到公认的高质量空气污染

队列研究均在欧美发达国家进行，我国目前还没有

开展以评价常规污染物健康影响为研究目的的大规

模人群队列研究。如美国采用队列研究方法，通过

美国癌症协会队列研究和六城市研究两项长期追踪

调查，提出了空气细颗粒物(PM2． 5 ) 的基准值。到

目前为止，US EPA 仅仅对少数化学物质列出其参

考浓度值( reference concentration，RfC)，其他毒

害物质基本上是采用参考剂量 ( reference dose，

RfD)值，RfD 与 RfC 不同的是，RfD 考虑了所有的

暴露途径，得到的是每日总暴露量，而 RfC 仅仅考

虑的是呼吸暴露，到 1996 年 US EPA 已列有 200 多

种物质的 RfD 值
［21］。欧共体从 1980 年起逐步颁布

了一些空气污染物浓度的“限制值”和“建议值”指

标。“限制值”为保护人体健康而不得超过的浓度

值;“建议值”是作为长期的人体健康和环境保护指

标，以及为各成员国所决定的某些特殊区域而规定

的指标。加拿大、澳大利亚、芬兰以及日本等国已相

继制定了部分大气污染物的环境基准值，世界卫生

组织也对几种空气污染物提出了指导值
［9-11，21，63］。

我国关于毒害性污染物的健康风险评价工作目前还

十分有限，主要集中在利用空气环境监测数据，借鉴

欧美发达国家提出的基准值，对某些区域的人群健

康或生态风险作初步评价。近 20 年来，我国空气基

准领域陆续开展了空气毒害有机污染物的污染状

况、时空变化特征、污染源识别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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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群暴露评价工作缺乏系统性，人体健康风险评

价方面的研究工作也十分缺乏暴露评价、流行病学、
毒理学研究数据支持。我国环境健康研究人员采用

生态学、时间序列等研究方法，在北京、上海、重庆、
太原、武汉、沈阳、西安等地陆续开展了常规空气污

染物急性健康影响调查，为我国常规空气污染物的

急性健康硬性的综合评价积累了一定的数据资料。
近年来，我国研究人员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

洲地区、京津冀地区以及西北地区开展了一系列时

间序列研究，陆续报道了主要空气污染物 (PM10，

PM2． 5，SO2，NO2，O3，CO) 的急性暴露与居民死

亡率和发病率的增加存在显著关联
［21］。

3 环境基准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

环境基准主要是依据特定对象在环境介质中的

暴露数据以及剂量效应关系等数据，通过科学判断

得出的，涉及了环境化学、毒理学、生态学、流行病

学、生物学和风险评估等前沿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

成果。环境基准值的推导是基于大量科学数据和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一套严格的方法和程序最终

获得的，是环境标准的科学依据。我国最近几年才

开始大规模开展环境基准的相关研究，研究基础相

对薄弱。虽然我国的环境基准目前已经开展了大量

工作，但是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参照借鉴国外发达国

家，无论在方法的应用上，还是在方法的适应性方

面，仍有一些科学问题不明确，缺乏一定的科学性，

环境基准研究的滞后已成为制约我国环境标准科学

性、环境有效管理及民生保障行动的瓶颈。因此，我

国的环境基准研究应该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的先

进经验和最新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的具体环境

特征和主要的科学问题深入开展，最终构建符合我

国区域特点和国情的科学、合理、完善的环境基准理

论方法学体系，为我国环境标准的制 /修订提供科学

依据，为国家环境保护提供全面科技支撑。总体来

看，环境基准研究主要存在以下科学问题:

3． 1 污染物的毒性效应机理

环境基准是针对污染物开展的研究，需要大量污

染物的的毒性数据，包括生物毒性数据、人体健康毒

性数据、流行病学数据等。污染物的毒性效应机理，

是环境基准研究的基础，也是环境基准研究的关键。
不同类型的污染物，其毒性效应机理存在显著

差异。在基准研究中，应针对污染物的毒性效应，选

取恰当的毒性终点进行研究。对于一些常规污染

物，往往会会生物产生生长抑制、运动抑制、致死效

应，毒性终点很容易判断。而对于一些新型的污染

物，由于其毒性效应机理比较复杂，毒性效应终点很

难判断，因此无法获得相应的毒性数据，也就制约了

环境基准的顺利开展。如一些环境内分泌干扰物，

能够通过干扰生物体内激素的合成、分泌、转运等环

节，进而影响机体的内环境稳定、生殖、发育及行为

等。针对环境中越来越多的生殖毒性类化合物，传

统测试终点、传统评估因子法不适合生殖毒性类化

合物水生态基准的推导。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对人类

和野生动物危害在一定程度上明显高于持久有机污

染物，特别是在种群水平上的影响，一些环境内分泌

干扰物直接危害人类和野生动物生殖系统，导致种

群数量明显下降，性别比率失衡，甚至种群灭亡。因

此对内分泌干扰物的致毒机理有必要继续深入研

究，尤其是针对具有生殖 /繁殖毒性的环境内分泌干

扰物。不同的毒性终点对生物体造成的损害存在差

异，因此在基准的制定中对不同的毒性终点的污染

物应该区别对待。随着生态毒理学的不断发展，生

物毒性测试手段的不断提高，根据污染物对生态受

体的不同效应，采用多种生物测试手段，比如酶学指

标、分子标记物等测试方法对污染物的毒性效应终

点进行研究，将会有助于探究污染物致毒机理，为基

准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
3． 2 构效关系和毒性预测模型

环境基准的研究需要大量的毒性数据，毒性数

据的获取一般是通过数据库或者文献检索来获得。
而当污染物的毒性数据很难获得时，结合污染物本

身的理化参数以及环境要素等因素构建预测模型，

对污染物的毒性进行预测，这也是基准研究的重要

方法。
开展毒性效应分析要开展污染物的急性、亚急

性和慢性毒性、发育、生殖以及神经毒性方面的毒性

实验，以及污染物的致癌、致畸、致突变资料，主要是

基于污染物的剂量-效应关系展开的。而目前经常

被采用的毒性数据库主 要 包 括 US EPA 建 立 的

ECOTOX 数 据 库 ( http: / /cfpub． epa． gov /eco-
tox /)和国际农药行动联盟建立的 PAN 农药数据库

(http: / /www． pesticideinfo． org /)。数据库相对较

少，不能满足基准研究的需要，这是基准研究需要解

决的问题。对于缺少的毒性数据，一方面可以通过

实验测定进行数据补充，但是当实验测定无法获得

所需数据时，模型预测就成为一种重要的补充方法。
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需要一种高效、低成本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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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产生和解释基准研究所需的数据，但通过传统毒

性测试方法来获得大量毒性数据显然是不现实的。
考虑到动物保护组织对动物的保护需求，用毒性预

测模型进行污染物毒性的预测，是一种比较理想的

方法。因此，从长远来看，解决毒性数据缺乏的问题

并不是尽快地测定大量毒性数据，而是找到一种方

式有效地预测污染物毒性的模型方法。目前能够用

来进行 毒 性 预 测 的 模 型 包 括 种 间 关 系 预 测 模 型

( ICE)，生物配位体模型(BLM) 以及定量结构活性

相关模型(QSAR)等。如何有效地将毒性预测模型

运用到基准研究中，将是研究者面临的重大挑战，也

是基准研究方法的重要补充。
3． 3 环境要素对污染物毒性影响机理

不同的环境条件下，污染物的毒性会存在差异，

即环境要素会影响污染物的生物有效性。环境要素

与污染物毒性的相关关系和影响机理，是环境基准

需要深入探究的问题，也是基准定量化研究的前提。
污染物的毒性除了与污染物本身的性质有关之

外，还跟环境条件有关。以水环境为例，污染物的毒

性数据受各种水环境因素如硬度、pH、温度、盐度、
溶解氧、溶解性有机质以及其他无机及有机组分等

影响。这些因素能改变污染物的化学形态及其被生

物摄取的能力，从而导致生物毒性的变化，即生物有

效性发生变化。如在各种因素中，硬度对于不可离

子化的有机污染物毒性影响较小，正常生理范围内

的 pH 值几乎不对其毒性产生影响;而对于离子状

态的金属离子，硬度和 pH 值则会影响其毒性。有

机质能与金属离子发生吸附、络合等作用，从而影响

了金属的毒性。虽然水环境参数对有机污染物分子

本身的生物有效性影响较小，但它们常通过改变有

机质的分子构型，进而影响其与有机污染物间的相

互作用。对于大多数有机污染物而言，主要考虑各

种环境基质与污染物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生物有

效性的影响。尽管人们对污染物的生物有效性进行

了大量研究，但如何表征生物有效性仍然是一个关

键问题，往往无法确定在某一特定条件下有多少污

染物是生物有效的。目前关于环境基准的研究，大

部分都是基于污染物的实验室毒性数据，并没有考

虑环境要素对毒性的影响。目前颁布的基准值中，

也只有铜的基准值考虑了环境要素的影响，采用了

BLM 进行推导
［44］，其他污染物还没有相关方面的

研究。关于部分重金属的生物配体模型的开发，是

重金属生物有效性运用的一个典型例子，如何结合

污染物的生物有效性开展基准的研究工作，是基准

研究需要考虑的问题。
3． 4 生物富集机理与生物富集因子

一些污染物会通过食物链的传递在高营养级的

生物中进行富集。生物富集在基准的研究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目前国际上关于基准的研究主要是依据

污染物对单个物种的毒性数据，如何考虑种间关系、
食物链放大等因素，是目前基准研究的难点。

生物富集污染物包括两个基本途径:即通过暴

露在水相中的跨生物膜运输和直接从含污染物的食

物中摄取。摄食途径在污染物对生物的暴露总量中

占很大比例，但对于大多数物种，人们对它的影响程

度还不太了解。生物富集因子是基准研究的重要组

成部分，长期以来，主要用生物富集因子来估算水生

生物对水中污染物的累积。目前只有美国的水质基

准指南中使用了生物富集因子。生物富集因子涉及

到了不同营养级、环境条件特征、污染物特征、人类

生活习惯和社会经济条件等多种因素，因而综合考

虑这些因素才能获得置信度较高的生物富集因子。
生物累积因子的推导要根据污染物的类型采用独立

的方法。目前推导生物累积因子的方法主要实测生

物累积因子法、实测生物-沉积物累积因子法、总生

物富集因子法和辛醇-水分配系数法等。任何一种

生物累积因子的计算方法都有各自的局限性，选择

哪种方法依赖于多个因素，应该针对具体的情况，按

照污染物的类别分别进行估算。而且，其准确性、不
确定性因素，也需要通过合适的手段进行验证和分

析。近年来，持久性、生物累积性的化学物质越来越

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些典型污染物如多氯联苯、滴
滴涕等，具有很强的生物累积性，在含量较低的情况

下可能在高营养级生物体内累积很高含量，甚至达

到致毒水平。这类污染物的生物富集机理是国际环

境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也是保护食物链顶端的野

生生物和人体健康水质基准急需解决的关键科学问

题和突破口。
3． 5 环境基准的定量化和本地化

不同国家关于环境基准的研究方法不完全相

同。如何结合本国的环境特征将环境基准的方法进

行本地化，以及如何结合区域差异、模型差异、生物

区系差异等因素等对基准开展定量化研究，也是目

前基准研究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区域差异是基准制定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关键因

素，区域的差异可引起本地敏感物种的差异以及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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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暴露途径和数量的差异，从而最终导致毒性数

据和基准值的差异。我国在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
候条件以及人类开发程度等情况的差异，导致不同区

域环境介质类型、环境演变过程以及物理、化学、生物

学特性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并且也使本地物种的生

物区系呈现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到底如何影响基准

值，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基准的区域差异性需要定量

化。另外，基准研究方法的本地化也需要进行深入研

究。环境基准的理论方法学虽然在国际上是通用的，

但是当研究特定区域的环境基准时，需要结合当地的

区域特征，将方法进行校正和验证，进而实现方法的

本地化，从而减少方法的不确定性，更加准确地开展

基准研究。由于不同国家在环境特征、气候条件、工
农业发展水平、生产方式、人群特点、生活习惯，以及

经济基础、社会制度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在用模型

进行基准研究时，模型参数的选择对于环境基准的构

建十分关键。源于暴露参数、毒理数据、生物富集因

子和保护水平等选择上的差异，不同国家针对同一种

污染物制定的基准值可以相差一千倍以上。如部分

国家和地区已经颁布了当地适用的暴露参数手册，而

我国至今还没有类似的文件可供参考
［21］。因此，基

于我国环境特征的基准定量化和本地化研究，能够为

基准值的建立提供数据支持，是我国环境基准研究工

作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综上所述，环境基准研究是目前环境科学领域

和环境保护领域的研究前沿，是科学制定环境标准

的重要依据，也是国家环境管理的重大科技需求。
通过对环境基准研究进展的系统论述，在我国环境

基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区域特点、具体国

情以及国际环境基准领域的发展态势，有针对性地

指出了我国环境基准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这将为

环境基准研究者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着力点。环境

基准研究对推动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发展、引领国际

环境科学领域发展、保障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将产生

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通讯作者简介: 吴丰昌 ( 1964—) ，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环境基准与风险评估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

为环境基准与风险评估，天然有机质环境生物地球化学行

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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